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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paper makes an essential summary and comment on the network of organi-

zations and its governance structure from three aspects.(1)Indicating the conception of network

of organization and its accumula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reviewing the main network idea

among the various kinds of organization theory.(2)Putting forward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main

trends of the strategic alliances and the network-based collaboration through commenting.(3)

Offering three analytical frames and comments of governance structure.The paper' s conclusion

is that articulation of trust with other mechanisms and matching structures are crucial to avoid-

ing the limit of trust in the network organization.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企业科层制与市场网络关系”成果的一部分。

一 、问题的提出

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1937年发表的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Coase ,1991 1937:386

-405),给出了一个具有理论界碑意义的关于企业组织的定义 ,并探讨了企业组织存在的原

因 ,启发了人们对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及控制企业实际运行问题的研究 。经过阿尔奇安 、德姆塞

茨 、威廉姆森及张五常等人的进一步推进 ,使人们对企业组织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其中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5 ,1996 1979 ,1998 1991)从交易角度对科斯的观点进行了发

挥。威廉姆森认为那些简单的 、非重复性的和不要求交易专项投资的经济活动 ,会在企业组织

之间即市场的层面上进行;而那些结果不确定 、反复出现和要求大量交易专项投资的经济活

动 ,就更可能在按等级制度原则组织起来的企业中进行 。换言之 ,企业是根据“交易费用”的大

小决定所需的商品和劳务是由市场供应还是在企业内部自行生产 ,这就决定了企业的边界 。

所以他认为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企业的边界经常是不清晰的 ,在企业的内部和外部之间是可

以有中间环节的 。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环节是节约交易费用的手段。虽然威廉姆森

的分析还未能跳出企业与市场之间直接协调和自动协调的二分法 ,也忽视了企业组织之间的

互补关系;但从分析角度来看有了全新的变化 ,他主张等级制度应该是回应交易机制而不是回

应权利机制成长和变化的 ,并开始关注除市场和企业协调之外的中间组织形态 。

社会学对组织互动的研究 ,特别是提出网络作为一种组织互动模式的研究 ,主要是受到威

廉姆森(Williamson ,1975)的重要著作《市场与等级》的影响 。其中格兰诺维特在接受了威廉姆

森等级制度等同于企业的观点的同时 ,又对此发表了进一步的看法:“不像市场和等级制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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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所假设的那样 ,事实上在将秩序引入经济生活的进程中 ,我主张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更为

重要 ,而企业之内的权威则不那么重要”(Granovetter , 1997 1985)。鲍威尔(Powell , 1990:95-

336)则直接提出了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间交易模式的观点。他认为网络 、市场和等级模

式三者作为经济组织典型化的代表存在着根本上的区别。通过网络关系互动的组织有高度的

相互依赖性 ,是以协作及沟通来促成各自的目标 ,互补和协作是网络的基石 。市场模式则是通

过价格传递信息 ,互动目的是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 。等级模式则有清晰的部门边界 、规整的权

威路径 、详细的报告 ,以及正式的决策程序 ,通过上下级的权威支配关系实现大批量生产和分

配。兰逊(Larsson , 1993)提出用市场 、组织间协调和科层的三极结构替代传统的市场与科层两

极结构。比照亚当·斯密和钱德勒把市场和企业科层分别称作“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

之隐喻 ,兰逊把组织间协调称作“握手” 。

事实上 ,在 20世纪 70年代末 、80 年代初 ,企业组织网络化(Organizational Networking)就已

产生 。当时 ,美国的企业界以“外购”(Outsourcing)开创了企业组织网络化之风 ,日本的企业则

以“精益产生”(Lean Production)来联结协作厂家。但是 ,企业组织间的网络作为一种基本的组

织运作方式 ,则是90年代初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而迅速崛起 ,并日益成为市场经济活

动的重要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使原有的企业理论的解释力受到很大的挑战———企业理论仅

仅说明了企业出现的原因及控制企业行为的要素 ,而面对市场和企业相互渗透的事实 ,需要全

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 、组织间网络理论的演变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对组织间网络的研究在承认企业组织理论的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

重要性的同时 ,对经济活动的基础研究开拓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 ,提出了以互补性活动 、资

源依赖 、协作网络和种群生态观点为中心的网络理论。网络理论探讨的问题是导致企业组织

间网络安排及其演变的各种要素 ,把分析的重点从过去的注重对企业组织活动边界的界定 、企

业与市场相互之间的最佳组合以及对企业内部科层组织形式的选择等等 ,转向了对企业内外

能够诱导和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交互作用的网络关系及其构造的研究上。

里查德森(Richardson ,1972)首先从互补性活动的角度为网络组织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正式

的理论基础 。在里查德森看来 ,企业组织仅仅从生产和服务过程中截取某些环节从事分工活

动 ,因而企业的边界是由它的能力所决定的。企业组织通过对各种活动的协调把它的能力体

现在其生产和服务过程之中 ,所以企业的活动不是孤立的 ,而是互补的;相互补充的活动在企

业之间需要协调 ,特别是那些密切互补的活动 ,其结果是需要企业间复杂多样的组织安排 。

与此同时 ,在经验研究中 ,企业组织间协调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这些文献大都基于帕

费尔和萨兰奇克(Pfeffer &Sa1ancik ,1978)关于资源依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的观点展

开。较早强调对资源依赖的有扎尔德等(Zald ,1970;Wamsley &Zald ,1973)、汤普森(Thompson ,

1967),而帕费尔和萨兰奇克综合早期研究所作的推进 ,成为组织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视角 。

在帕费尔和萨兰奇克看来 ,企业组织间分工创造了企业相互依赖的网络 ,经过相互结合 ,能产

生一种共动效应(synergistic effect)。同时 ,企业组织间相互依赖的网络导致了对企业组织间作

用的约束 ,从而产生了企业组织间相互依赖和长期关系的多样性合约 ,这种协调方式比内在化

的企业科层协调具有独到的优势。

此后 ,协作网络(collaborative network)的观点认为 ,协作是进行更大的创新 、解决更大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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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以及获得更大业绩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 ,更多的企业组织正在从传统的敌对思维模

式向伙伴方向转变。新模式的基础是信任 ,是公平地处理难题以避免冲突的能力。企业组织

努力为双方增值 ,并且对承诺非常信任 ,而不是怀疑和竞争 。新模式的特点表现为拥有大量共

享的信息;伙伴相互加入对方的产品设计和生产 ,并进行长期投资。这种协作伙伴关系的新观

点认为 ,依靠另一个组织会减少风险而不是增加风险 ,双方都会获得更多的价值;同时 ,身处组

织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协调性 ,甚至难以将一个组织与另一个组织区分开来 。

到80年代后期 ,汉南和弗里曼(Hannan &Freeman ,1989)发展了种群生态学理论(population

ecology theory),把目标转向组织类型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它强调组织的多样性和在众多的同

类组织内的调整 。一个种群是指进行类似活动的一系列网络组织。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 ,这

种网络组织是由客户 、供应商 、主要生产厂家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所组成的动态适应系统;这种

系统甚至还可以把资金提供者 、行业协会 、政府和半政府机构等包括在内 ,构成不同的网络生

态系统。企业之间的竞争由此演变成了种群之间的对抗。

三 、组织间网络类型的探讨

企业组织网络化的类型并不多 ,米鲁斯(Miles , R.E.1992)等将其划分为 3种类型:(1)稳

定的网络(stable network)。它以成品企业组织为核心企业 ,以给定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为尺

度 ,把沿着价值链分布的上下游专业性企业组织联结起来 ,其中每个独立的企业通过合约与核

心企业相联结。(2)内部网络(internal network)。它以经纪人组织为核心组织 ,网络成员之间以

市场价格购买彼此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内部市场机制和经纪人组织来协调和运作。(3)动态网

络(dynamic network)。它也是以经纪人组织为核心组织 ,把某些产品或服务价值链上的有关企

业组织联结起来 ,不同的是 ,各类相关的企业组织都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企业组织网络化导致

了网络型组织(network-based organization or networked organization)的产生。鲍威尔和斯密斯杜尔

(Powell &Smith-Doerr ,1994:385)把在生产中的网络型协作分成 4种类型(见表 1):区域生产

(工业区)(regional)、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商团(business groups)、战略联盟和协作制造

业(strategic alliances and collaborative manufacturing)。本文不打算详细讨论各种类型的生产网

络 ,只是就近年来得到很大发展的战略联盟和协作生产网络① 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

协作生产网络一般表现为以核心或主导企业为中心 ,由相关企业组织联合而成的一种组

织网络 。在该组织网络中有主次之分 ,网络中的其他企业组织可以看作是核心或主导企业组

织边界的扩展 ,或者看作是核心或主导企业组织的边界模糊。协作生产网络往往通过分包制

(subcontracting)形成核心企业或主导企业 ,并以之作为“协调中心” ,以中小企业及其他供给商

为基础建立生产过程 。与垂直一体化相反 ,它是生产 、服务等过程的水平分解。核心企业或主

导企业不是从其内部获得所需的大部分资源 ,而是在与分包商长期稳定关系的基础上获取资

源。70年代以来 ,以分包制为标志的协作生产日益盛行。现在这种形式广泛存在于工业生产

的各个部门 ,特别是在具有复杂技术并经历快速变化的资本密集程度高的行业中 ,如汽车 、耐

用电器消费品 、航空和航天等产业 。目前在信息产业的协作生产网络中 ,分包制也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贾根良 ,1998)。以分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协作生产网络一般有两种形式:以主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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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中心建立的网络和以一个核心企业或一组核心企业形成的网络 。在主导型企业的生产网

络中 ,主导企业往往是大企业 ,它与合伙企业严格分工 ,承担所有经营活动的安排 ,对外部合伙

企业的使用只是利用其技术。在核心型企业网络中 ,核心企业虽被看作是网络的缔造者 ,但它

只决定与专业合伙人之间合作的技术可行性 ,其他企业只是专门的供应商 ,这些供应商往往倾

向于与几家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关系 ,以避免对单一核心企业的依赖所带来的风险。与主导型

企业网络的严格分工不同 ,核心企业型网络实行的是组合性分工 ,各企业之间没有明确的合

约。

　表 1　 四种类型的生产网络

类型 研究举例 实例 关键概念 信任的基础

区域生产(工业区)

Sabel(1989), A.
Scott(1990),Herri-
gel(1990), Saxe-
nian(1994)

“第三意大利” 的制造业 ,
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产业

柔性专业化
区位 、亲属关系 、
互惠规则

研发

Hagedoorn

&Schakenraad
(1990 ), Powell

(1993)

基础科学研究的合作 创新 ,学习
共享的技术共同

体

商团

Dore ( 1987 ),
Gerlach (1992 ),
Granovetter(1994)

日本系列集团(keiretsu)和
韩国的财阀(chaebol)

仁慈的权威 共同的商团身份

战略联盟和协作制造

Sydow (1991 ),
Kanter & Myers

(1991), Sabel et

al.(1991)

合资企业和分包制
在反复的互动中

身份的改变
计算性 ,共同依赖

资料来源:根据 Powell &Smi th-Doerr 1994 , “Networks and Economic Life” .修改而成。其中“第三意大利”是指位于意大利北部的

Modena 、Bologna 、Parma、Capri地区———作者注。

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 ,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 、共同使用

资源等战略目标 ,通过各种合约而结成的优势相长 、风险共担 、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

网络组织(秦斌 ,1998)。战略联盟的一个特点是没有一家企业成为网络关系的核心调节人 ,另

一特点是它常常是竞争对手之间的联合或合作 ,各企业之间都有自己确定的边界。联盟的建

立可以过去的各种互动关系为基础 ,也可以发生在两个独立但还未曾有过互动的组织间 。战

略联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最重要的是项目联合开发 ,其次是公司风险型投资 、股份合资企业

等。合资企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分工合作型 ,指合作各方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优势进行合作

生产;另一种是共同投资型 ,指共同开发 ,使用技术 ,进行生产创新(贾根良 ,1998)。

战略联盟的动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秦斌 , 1998):第一 、战略联盟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企业竞

争力;第二 、可以分担风险并获得规模和范围经济;第三 、防止过度竞争;第四 、挑战“大企业

病” 。近年来 ,战略联盟已成为一种全新的现代组织形式(陈殿阁 ,2000)。

四 、组织间网络治理结构的分析

市场交易模式的规范机制是价格 ,等级模式的行动逻辑是合法性权威 ,那么组织间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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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① 是什么呢 ?

“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语“gubernare” ,意思是“统治”或“掌舵” ,在希腊文中与

“舵手”是同义词 。英文“governance” ,具有统治 、管理 、控制和统治方式 、管理方式的涵义 。在

今天 ,“治理”成为流行概念后 ,已在 6个方面被广泛运用(Rhodes , R.1996 ,转自俞可平 , 2000):

(1)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2)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4)作为“善

治”的管理;(5)作为社会—控制论系统的治理;(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本文是在第 6种

用法上运用“治理” 概念 ,特指对企业组织间的合作风险会受到来自互动结构的约制。②

多数研究文献都预设组织网络的运作逻辑或治理机制是信任(Bradach &Eccles , 1989;Per-

row ,1992;Powel1 ,1990;Powell &Smith-Doerr ,1994:369-402),而且许多经验研究的结果也支持这

样的论点(Gulati ,1996;Larson ,1992;Lorenz , 1993;Uzzi , 1997)。这些研究认为网络中信任机制

是建立在组织间的非正式人际关系之上。通过人际关系的强纽带形成的共同价值观与道德

感 ,通过社会关系形成的约制 ,以及关系互动中所塑造的集体身份认同 ,促使大家去履行承诺 ,

不轻易从事机会主义行为 ,以免破坏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信誉 ,降低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在这

个意义上 ,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组织绩效 。

以日本和美国的汽车制造业为例 ,建立在制造商与供应商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日本汽车公

司的绩效要远胜于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公司由于与其供应商之间有着长期牢固的关

系网络 ,彼此间的高度依赖与低机会主义倾向 ,使丰田公司与它的供应商之间能自由地 、随时

地进行一些非常特殊的非正式交易 。与通用汽车公司相比 ,丰田由于大大地减少了对正式合

同的依赖性而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相反 ,通用汽车公司则由于与它的供应商之间缺乏这种遏

制机会主义行为的社会约束机制 ,而必须通过其他的手段 ,如通过坚持与供应商签订详尽的合

约 ,或通过后向垂直一体化等措施 ,减少其供应商的机会主义倾向。日本汽车业内部的业务关

系比美国企业更长久 、更稳定 ,而供应商也能更早地介入制造企业的产品开发过程。由供应

商 、制造商间的这种紧密的协作所带来的绩效是巨大的。此外 ,由于制造商对供应商充分信

赖 ,相信供应商能把产品的缺陷率降低到近乎于零 ,日本的制造企业通常对供应商送来的部件

实行免检制度。所以 ,当检测劳动力得到节约时 ,成本就自然得以降低(王蔷 ,2000)。

但建立在非正式基础上的信任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特殊主义行为取向 ,所以 ,它面临两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对于新的互动对象排斥性比较高 ,无法与各种可能的 、有共同利益的行动者建

立合作关系 ,也无法通过一套较为普遍的规则与新对象建立合作关系 。同时 ,非正式基础的信

任关系是一种强纽带的社会关系 ,互动成员的关系紧密 ,成员的更替不频繁 ,很难通过扩大组

织网络来增加组织的信息交流 、社会资源或生产合作的范围。二是建立人际关系的非正式互

动机制的共同条件是必须要在一个特定的地域 ,而且要有一些现有的社会基础促进人际关系

的形成 ,如原有的同学关系 、亲戚关系或朋友网络等 。固定并且重叠的活动范围 ,使面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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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目前国内研究文献中 , “治理”被在两个层面上使用 , 一是“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它是指所有者 、
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形成一种制衡关系(吴敬琏 , 1994:
185),或被理解为一种进程和机制 ,其宗旨是保证公司能以及时和负责任的方式为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行工作
(P.A.David , 1985);二是“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的是把性质不同的各种交易以一种有区别的方式分配
于不同的结构(市场 、企业 、中间组织)之中 ,以节约交易成本 ,用威廉姆森的话来说就是 ,交易如何和为何能以各自
特有的方式与组织制度相匹配(Williamson , 1996 1979:25)。

大陆学界对“ governance”一词 ,有的译为“治理” ,有的译为“规制” 。如陈郁在翻译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陈
郁 ,1996)时 ,就把“governance”译为“规制” 。此外 ,台湾学者还把“ governance”翻译为“统理” , 在香港出版的文献中 ,
还有的学者把它翻译为“督导” 。本文使用目前大陆学术界流行用法 ,把“ governance”译为“治理” 。



互动得以发生 ,这对于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持都是必要的。

卢曼(Luhmann ,1979)提出非人际关系的信任(impersonal trust)已逐渐取代人际信任 ,是当

代社会最主要的信任模式 ,这个看法与祖克尔(Zucker ,1986)的相当接近。祖克尔认为社会成

员的族群 、文化 、语言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化 ,使得人际互动或共同经验这样的信任基础越来越

薄弱 ,在这种情况下 ,制度条件就要成为主要的信任基础。受卢曼观点的影响 ,一些学者开始

将非人际关系的信任对于社会系统分化与复杂化的重要性与其形成的问题作为讨论的重点

(Shpairo ,1987)。此外 ,社会学有关信任的文献(Zucker , 1986;Powell &Smith-Doerr , 1994)指出

缺乏既有社会基础很难建立信任(通常是制度性信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要建立信任关系 ,

就必须存在一个外部监督机制 ,来维持行动者的信任关系。

陈东升(1999)从台湾高科技产业个案中发现 ,企业组织间通过正式化的互动程序能建立

起制度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这种制度性信任可以不必建立在亲属关系 、团体认同或共同

社会群体成员的基础上;并且制度信任与高科技企业组织要求高度动态与多样化组织关系的

建立是一致的。建立企业间制度信任的途径有许多 ,陈东升所提出的技术认证就是诸多方式

之一 。重要的是这种信任是一种正式的 、普遍性的信任 ,与人际关系发生的非正式的 、特殊性

的信任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同时 ,制度性信任机制的建立可以通过一定的互动程序来形

成信任并监督投机行为 ,而不一定要有外部监督机构 ,例如委托人自己有一套对可能的代理人

的生产品质的认证程序来考核潜在生产合作对象(可能是没有任何非正式关系)的条件。当委

托代理关系形成后 ,代理人也通过建立即时性管理信息系统 ,让委托人能够充分掌握生产过程

的信息 ,破坏信任关系的生产投机主义就很少发生 。

对实际网络运作来说 ,人际信任与制度性信任可能会同时出现并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 ,

巴内和哈森(Barney &Hansn ,1994)从治理的角度把信任程度划分为:低度信任 、中度信任 、高

度信任。其中 ,中度信任被称为“治理信任”(trust through governance),当作为网络成员的企业

希望通过各种治理机制保护其利益时就出现了中度信任。中度信任通常借助于治理手段 ,这

些治理手段包括对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与活动的成员企业追加成本(社会或经济的),使

得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远大于其收益 ,进而迫使成员企业修正不当行为 ,并将此行为转为可信

任的方式 。换言之 ,通过机制的设立来规范成员企业的行为 ,保证成员企业的弱点不会被其他

企业所利用。这样的治理手段既可以通过市场(如建立名誉市场),也可采用合同而得以实施 。

高度信任也叫“硬核心信任”(hard-core trustworthiness)。当协作生产网络面临巨大的脆弱性威

胁时 ,不管是否存在治理机制 ,网络都会出现高度的相互信任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机会主

义行为都将破坏网络所共同建立的价值观 、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 ,并最终会使网络毁坏。拥有

高度信任是基于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这个协作生产网络拥有对非机会主义行为实施奖励的

企业文化和防范机会主义的控制结构;二是代表企业的特定个人(如总裁或总经理)是值得高

度信赖的人 ,他在本行业中有着优良的记录和极佳的口碑。

事实上 ,信任作为治理机制还是有其极限的 ,与其他机制的合并运用将是不可避免的 。正

如布拉达奇和阿克斯(Bradach &Ecc1es ,1989)所主张的 ,将价格 、权威与信任机制混合在组织

内部或组织间的互动是常态。巴伯尔(Barber , 1983)在讨论信任的运作原则及其极限的问题

时 ,也认为必须要注意到社会团体是无法完全仰赖信任维持协调彼此的合作关系的 ,信任成为

合作的治理机制是有其极限的 ,因而要维持信任的存在 ,防范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 ,就

必须要建立配套性的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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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 ,本文认为治理结构内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维系与规范网络中不同组织

互动原则的组合(陈东升 ,1999);二是维系与规范网络原则的组合和它所匹配网络的变化所形

成的结构(林闽钢 ,2000)。本文即在后者意义上 ,提出了分析网络治理结构的框架:在信任治

理机制的基础上 ,第一 ,引进竞争机制 ,以代理人监督代理人 ,弥补信息的不足 ,形成多个代理

人竞争的网络结构;第二 ,引进合作机制 ,增加互动双方的共同利益 ,提高欺骗的成本和合作的

收益 ,形成当事人相互套牢的网络结构;第三 ,引进透明机制 ,提高信息的交流和监督 ,形成虚

拟当事人在场的网络结构 。我们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 ,对应 3个分析框架 ,提出“代理人俱乐

部” 、“当事人套牢”和“虚拟化企业”的构想。

代理人俱乐部

网络运作的特点是作为相互作用的模式 ,它可以通过积极的网络外部化而达到稳定 。这

种外部化的存在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多的个体接受网络所要求的特定行为方式。因此 ,主要是

通过排他来降低合作风险和稳定网络成员的行为。而本文认为通过建构代理人俱乐部结构 ,

利用代理人俱乐部成员面对面的相互监督和相互竞争机制 ,可以弥补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

任治理的不足。

浅沼万里(Asanuma ,1989)通过对日本企业产业体系的研究① ,发现在日本汽车协作生产体

系中竞争与评比机制存在的重要性 。核心厂通过双供应商策略 ,形成协作生产网络内部供应

商工厂的竞争 ,促使供应商的工厂更积极地投入到零件研发创新和生产成本的降低中 ,经过累

积评比为良好的供应商在整个供应商网络中的排序名次(将供应商划分为A 、B 、C 、D 4组)将

会被提升 。像这样由少数参加者参加 ,在某种程度上共享有关相互行为信息的情况下的竞争 ,

被称为“面对面的竞争” ,一般认为它比完全竞争更为残酷 。一方面 ,供应商竞争对手的存在 ,

随时提醒合作厂商 ,产生任何的欺骗行为 ,都将会被取消伙伴资格。另一方面 ,在年度的竞价

过程中 ,竞争者提供的生产成本与生产技术报告和材料 ,将会成为检验合作伙伴信息正确性的

标准 ,虚假信息很容易被暴露 。在日本 ,以大公司为主导的组织网络中 ,会利用类似内部市场

竞争(internal market)的机制 ,配合信任机制来提高网络的效率 ,而不是仅仅依靠信任来治理网

络的运作 。陈东升(1999)从台湾高科技产业个案中也发现 ,委托人建立了一种优先代理人与

替代代理人工厂之间的竞争制度。

在笔者看来 ,这一形式就是用代理人促进代理人 ,用代理人监督代理人 ,将市场竞争的机

制引进协作生产关系中 ,让代理人内部有竞争存在 ,而不至于降低协作生产的质量 。如此 ,经

过委托人认证后 ,并不代表委托人将永远都与代理人有持续的协作生产关系;生产质量出现问

题时 ,代理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在委托人等候名单上的代理人取代 。代理人因为在生产条件 、合

作时期长短或产品性质等方面被分别对待 ,这就形成了代理人网络中一定的差序性。在委托

人的协作生产网络中 ,排序是动态性改变的。边缘的代理人会因为好的生产质量 、高的弹性配

合或紧急状况支援的表现而取代原有的优先代理人而成为核心代理人 ,但不是因为人际关系

的强弱 。代理人俱乐部在长期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加入了竞争的机制 ,使得代理人产生的质量

与弹性能够充分发挥 。从防弊端的角度来看 ,在网络关系中加入竞争机制 ,可防止建立在信任

基础上的互动关系的缺点 ,例如因长期信任所引发的机会主义 、长期合作所造成的行为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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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70年代和 80年代 ,日本汽车产业的产品差别比较明显。为了使供应能够满足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变化 ,在汽车产
业的销售商与组装厂之间 、组装厂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 、零部件厂与组装厂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协作关系(青木昌
彦 、奥野正宽 , 1999 1996:148)。



等。在信任机制中搭配了竞争机制 ,弥补了信任机制治理的不足;同时 ,在结构上 ,形成了与之

机制变化相应的代理人俱乐部形式:(1)从构成网络的成员来看 ,是多个代理人。(2)从构成网

络的关系来看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有弹性 。这是由多个代理人的格局形成的 ,在单一

委托人对应单一代理人的情形下 ,稍后发生的根本性的转变会造成双边垄断局面 ,特别是代理

人的惟一性 ,使代理人有了讨价还价的地位和能力。双方相互套牢 ,关系十分强 ,但也脆弱 。

在单一委托人对应多个代理人的情形下 ,代理人讨价还价的地位和能力会大大减弱 ,甚至处于

被动地位而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3)从构成网络的结构来看 ,代理人之间有差序 ,这使得网

络结构内部为动态变化形式;(4)从构成网络信息通道来看 ,是多通道的 ,便于委托人收集代理

人之间的信息 ,同时便于比较信息 。

当事人套牢

Smitkia(Smitkia ,1991)指出 ,日本协作生产网络为了避免将组织关系完全依靠个人信任的

基础 ,也为了避免个人信任的滥用而造成重大损失 ,采取了共同投资策略。共同投资不仅强化

网络成员彼此信任的信心 ,同时也为彼此的合作关系多筑了一道安全保障———因为任何欺骗

的行为产生 ,都将会造成自己在合作投资资产上的损失 ———从而增加互动双方的共同利益 ,提

高欺骗的成本和合作的收益。乌兹(Uzzi , 1997)在研究中也发现协作企业间有交互投资的行

为 ,但他认为投资只是更明确地表明彼此之间的信任的意义。交互投资只是企业组织间转投

资现象的一种 ,交互投资现象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向投资 ,这种转投资一般是为了打破

水平网络的委托 ———代理基于信任的治理结构 ,向寻求垂直网络一体化的内部权威治理转化 。

例如 ,有企业A和企业 B ,企业A是一家发电厂 ,企业 B 是发电厂附近的一家煤矿 ,企业 A使

用企业 B所生产的煤发电 。假设煤质的好坏会影响企业A的运行;而事前煤质不佳可能有多

种因素 ,但事前又不可能将它们一一列入合约中(事后才清楚煤质的情况)。假设若企业 A拥

有企业B ,企业A就能在事后行使其对企业 B的资产控制权 ,命令企业 B必须从较好的煤层开

采煤 。反之 ,若企业 B拥有企业A ,企业 B就能行使其对企业 A的资产控制权 ,命令企业A改

造燃煤设备而烧质量较差的煤 。如果企业之间没有控制权关系 ,煤矿就可能利用发电厂投产

后改变资产性能的困难 ,在现货交易中剥削发电厂 ,比如提供质量较低的煤或把煤的价格提高

等。在这种类型中 ,我们还可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第一种情况是 ,委托人(A 企业)股权控制

代理人(B企业),即企业间水平的委托代理关系转化为企业内的垂直关系 。治理机制从信任

变为了权威治理 ,治理权在委托人手上。这种情况的转投资是将网络式的互动模式推向类似

层级式的互动交易模式 ,因为拥有经济组织的股份权 ,基本上就具备了参与公司决策的合法权

力。当转投资等关系建立模式逐渐搭建在既有的组织网络上时 ,代理人的网络结构层次更加

明显。第二种情况是 ,委托人(A企业)被代理人(B企业)股权控制 ,即企业间水平的委托代理

关系也转化为企业内的垂直关系。治理机制从信任变为了权威治理 ,治理权在代理人手上 。

从理论上看 ,用权威治理代替信任治理的同时实现了组织结构的变化 ,这不妨是一种解决办

法。但仍有许多理由说明内在化是不必要或不可能的:或许是由于成本太高 、或许是受法律限

制 ,或者是降低了企业活动的灵活性。

另一种交互转投资一般是为了拥有部分股份 ,获得参与经营的发言权与监督权。在这种

交互转投资中 ,原有的基于水平网络的委托 ———代理基于信任治理的结构 ———没有变化 。转

投资以自己投资资产作为合作关系的保证 ,来进一步强化网络成员彼此信任的信心。网络成

员的相互依赖性不仅由于分工合作的关系而强化 ,而且由于相互投资资产这样的共同经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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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强化 。如果以上例企业A和企业 B的条件 ,我们假设 ,若企业A拥有企业 B的部分股份 ,

企业A 就能有对企业 B参与经营的发言权与监督权。反之 ,若企业 B拥有企业 A 的部分股

份 ,企业 B就能有对企业 A 参与经营的发言权与监督权 。如果企业之间没有发言权与监督

权 ,煤矿和发电厂之间的合约治理就仅仅靠双边的信任治理完成 。这种转投资后出现的水平

一体化的结构是当事人套牢网络结构外部化的表现。

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3)看来 ,支撑这类长期性交易的因素是合作机制中的“人质”

(hostage)因素 。所谓“人质”有各种各样的存在形式 ,除资本设备外 ,还包括积累在企业中的人

力资本和技术信息等等 ,只要它们不是通用资本都会被称为“人质” ;并且 ,如果已进行各种交

易 ,一种交易停止则其他所有交易也都停止的话 , “人质”因素将发生作用 。双方共同提供“人

质”是当事人套牢网络结构的基础 。

虚拟化企业

这里讨论的虚拟化企业是虚拟化组织(virtual organization)的一个特例。虚拟化组织以 IT

网络为技术支撑 ,把整个企业组织的运作建立在 IT网络之上 ,以信任治理为基础 ,以一般合约

和电子合约(electric contract)为联结手段 ,通过信息的完全共享 ,形成新的制度“粘着” 。

在对台湾高科技产业个案的研究中 ,发现在协作生产的网络中 ,代理厂家通过电脑网络和

其他沟通系统 ,提供给委托人无时差的生产信息 ,同时也把所有生产流程的信息提供给对方

(陈东升 ,1999)。从委托人的角度来说 ,他们与代理厂家的经营者一样在监看生产过程 ,并通

过网络指挥管理 。虽然他们并没有拥有工厂 ,不在工作的现场 ,可是他们虚拟了企业老板的角

色 ,也可以说虚拟了委托人企业部门角色 ,因而对委托人来说是一种虚拟化的工厂。即时的管

理信息系统是将代理企业内部运作引入透明机制 ,委托人的生产指令有没有被执行或执行到

何种程度 ,委托人都可以完全掌握 ,机会主义行为被有效控制 ,企业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也会

因此而得到强化 。进入到相互依存度高的虚拟互动关系 ,双方的纽带关系更加紧密 ,形成一个

良性信任关系的循环系统 。虚拟化企业被认为可能代表了一种高科技生产发展的特殊方向。

五 、结语与讨论

随着市场化和信息革命的快速发展 ,网络组织作为企业之间合作与风险分摊的交互结构 ,

日益成为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有力工具 。因此 ,在我国组建企业集团的过程中 ,网络组织的构

造将成为考虑的核心问题 。但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企业集团的纽带除了关注技术依

赖 、活动互补 、分工合作和资本经营这些基础外 ,企业集团的网络治理也是一个关键。只有从

治理结构这一综合角度来建构企业集团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规模不经济的老问题。二是企业

集团的组建是一个自组织过程 ,社会环境与产业性质等方面的差异性将会决定治理结构不同

的内涵。因此 ,需要展开这方面的进一步探讨 ,如在我国传统企业中 ,在我国目前高科技企业

中 ,在一定区域的工业园(开发区)内 ,在外资 、合资和民营企业中 ,企业网络组织的发育程度如

何? 它们的主要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构是什么 ?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合并在一起共同进行治理

的结构形态又是如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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